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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初，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总布胡同 24 号院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故居遭到拆除，原本计划恢复

原貌的“梁林故居”现在只剩下门楼旁的一小间。

此后，济南的英国领事馆、重庆的蒋介石行宫、南京的张治中公馆也陆续被拆除。这一系列的文物建

筑拆除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应。可以看出，大家都是在一个自发的状态中来关心我们的城市，到

底城市发生了什么事情。

《世说昕语》第一季，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曹晓昕，携嘉宾中国设计建筑研究院副院长、

总建筑师崔愷院士以及电视主持人刘禹熙，共同探讨“城市的本土化和建筑状态”这一话题。

受保护建筑承载着城市的文化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影响着城市的走向

崔愷：实际上对历史建筑的保护一直是一个重要话题，最近因为名人故居被拆除，大家反应很大，这

也说明现在社会对这样的问题非常关心。20 年前所有老百姓都在梦想现代化，觉得那些旧房子不值一提，

而今天大家都觉得这是文化的一部分，总体来讲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进步。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还不断有被

拆除的建筑，而且拆的正是有历史价值和文化线索的建筑，实在不可理解。

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是当时在修建两广路的时候，磁器口那儿有一个十八间房，红学界认为是曹雪芹

编者按 :《事说昕语》由中国建筑新闻网独家策划出品，是一档以实践在第一线的

建筑师的视角来解读建筑行业和社会热点的谈话类视频栏目。栏目邀请中国建筑

设计研究院总院副总建筑师曹晓昕担任主持人，每期邀请两位不同领域的知名嘉

宾参与，谈话内容涉及社会热点话题，包括城市、建筑事件、流行时尚、科技创新、

社会热点等，话题既在建筑领域之内，又拓展至更宽泛的社会层面。

栏目目前为月播，每期时长 30 分钟。《建筑技艺》作为栏目合作媒体，将

每期实录谈话内容。 

事说昕语第一季：从胡同拆迁到保卫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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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故居，当然也有一些不同的争论。但不管怎么样，大概应该是曹雪芹在那里住过，至于是不是在那里写

了《红楼梦》，这不一定。可是在道路展开的时候就面临要拆了，我们也去看了那房子，建筑实际上还很

有层次，虽然小，不是那种大宅子，但是仍然很有特点，里面的彩画，虽然有一些斑驳，但还是清晰可见。

当时不仅红学界的专家，还有包括建筑、文保方面的专家，都呼吁那个路能不能稍微让一点，把这房子让

过去，就稍微躲开一点，这也不是没有先例的。但是到最后房子还是拆了，因为是名人故居，所以当时说

拆完了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再迁建，但是这么多年了，大家也都没看到这个东西迁到哪儿去了。

曹晓昕：现在有个比较时髦的说法，叫做保护性拆迁或维护性拆迁。自从这个词被发明了之后，就

好像在不断地被开发商盗用，先叫做什么保护性、维护性拆迁，就拆走了，然后说是要异地还建。但大家

都知道，如果建筑离开了它本来的地点之后，很多历史信息就破碎掉了，甚至于不成立了。说得简单点，

其实就是“风水”的概念，建筑一旦脱离了周边环境甚至于脱离边上这颗枣树或者槐树，都可能会呈现出

不同的状态，尤其是中国的文化博大精深，这里头有很多特别微妙的东西。

刘语熙：就是说这些东西如果重建了也没有意义？

曹晓昕：不能说没有意义，只是意义已经被降得很低了。

崔愷：确实是这样，我相信所有专业界的人士都愿意来原址保护，大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之所

以后来提了这样的一种方法，也是迫于无奈，因为这些土地在开发当中都是连片开发，在某些地方要保留

建筑原址就会造成开发不方便或者建造成本增加，而且保护成本也很高。所以开发商就干脆花大价钱给你

搬走。当然，搬走有好几种方法：一种是拆了，然后在异地还建；还有一种是欧洲比较常见的办法，整体

迁移，就是把基础都跟地面断开了，然后整体迁移，后一种严格来说稍微科学一点。

刘语熙：怎么移？

崔愷：把基础跟地面切开以后，在地上放上轴承滚轴，然后铺上轨道就可以拉走。所以一般来讲都是在

几十米的范围之内。但是你要从一个街区移到另外一个街区，这从技术上来讲就不可行。但是这两种方法我实

际上都不是很赞成，我完全同意曹晓昕刚才说的，就是原址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保护它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

四合院的典范，像这种保护建筑往往都不是特别典型的四合院，保存得也未见得完好，但是因为这些文化事件

跟它息息相关，所以它的真实性就变得非常重要，否则的话还不如贴一张照片。

刘语熙：我前段时间去了大理双廊，算是大理的一个新兴旅游景点。其实在双廊就有很多老的白族

民居，他们现在为了开发双廊的旅游景区，又开始修一些宾馆、风景点，这样修的可能就和我们其他城市

都一样了，后来政府就叫停了这个项目。我在双廊还去见了一个当地挺有名的本土设计师，他的一个理念

就是保留白族人的生活习惯和民居特点，然后可能在旧房子的基础上建一些有白族人特色的新民居。这种

感觉在我看来还挺好的，因为我们去各地旅游，还是希望看到一点有当地特色的东西，如果房子都是一样

的就没意思了。

 拆除中的张治中南京公馆  重建后的张治中公馆 济南英国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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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晓昕：是的，保持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和状态，是文化传承最根本的东西，而不仅仅是说把那个

房子给保留下来。我去过佛罗伦萨的但丁故居和巴黎附近的雨果故居，都保存得非常好，把所有当时的生

活状况都保留下来，进到里面就觉得一下回到了当初那个年代，然后你能站在那个年代反过来回想现在我

们的生活状态。其实每一个文化信息都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素材，如果能尽量把当时人的生活状态保

存下来其实是最好的，包括民居的一些器物，这肯定比别的什么都重要。但是现在很多的保护开发都是弄

了一个像画画一样的一比一的模型，实际上里面已经完全都被置换掉了。

刘语熙：但这事儿也挺纠结的。比如说有很多老外到北京就想看四合院，但北京要全部都是四合院

的话，那么多的人怎么装得下？

崔愷：城市，第一，要先为在这儿生活的人服务，而不是完全为旅游者服务；第二，在这儿生活的

人精神上会有某一种依恋，实际上跟记忆有关，就是你熟悉的城市忽然变得陌生了，你就会觉得很奇怪，

我为什么会在这儿？这实际上是对我们来说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

当然，刚才你说的在大理看到当地的民居，你觉得对旅游者来说很重要，我也承认这一点，但是最好

的办法就是如何很好地修缮和保护老城，而不是简单地去盖。我个人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不能完全

拒绝盖一些地方风格的建筑，换句话说，实际上大部分的背景建筑应该是具有比较明显的地方性的。很多

年前我曾经到美国的一个小镇圣塔菲，它在新墨西哥州，那个地方是印第安人聚集的部落，全部建筑都采

用了非常传统的生土建筑的模式。

实际上真正的生土建筑都在印第安的部落里头，可是这座城市的市长包括市议会多少年来都在坚持，

就连盖一个加油站都要用传统的模式，所以这个不算大的城市一直保持着比较完整的面貌，但不影响它里

面的建筑拥有很多新的功能，包括酒店和画廊。在一些有特色的旅游胜地，应该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带有

某一种延续性的建造，或者特别地控制某一种风格，但是对于更多真实的城市来讲，尤其像北京、上海、

天津这样一些大城市，不太可能把一个城市装扮成某一种凝固点的样子，那就显得非常不真实。

曹晓昕：您说到不真实我又想到一个事儿。在深圳有一个楼盘叫做波多菲诺，实际上是完全复制了

国外的一个小镇，据说把招牌都刻成那样的了。

圣塔菲 圣塔菲街景

意大利波托菲诺  深圳波多菲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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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愷：深圳还有一个叫东部华侨城，上面有一个维也纳的小镇，你要在那里照一张照片，别人就会

真的以为是在维也纳。

曹晓昕：不知道您从文化的角度上如何看待这样的问题？反正我有点想不明白，也觉得很无奈，感

觉好像是市场在推进这个事情，人们认为买了个洋房总比不是洋房的感觉要值一点。后来慢慢的时间长了

我有点想明白了，或许这就是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后面的发展阶段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因为当

时的发展阶段实际上是我们发现自己已经不再是整个世界文化的中心，而是被边缘化了。

刘语熙：就是有一种崇洋心态？

曹晓昕：对，我们努力要去克隆那样一个中心的文化，但实际上所有的文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当你不断去克隆别人的文化想成为中心，你就会发现在丢了自己的文化之后，反倒再也不能成为这个

世界的中心了。不知道是不是社会经济落后时都会有这种不自信的表现？

崔愷：就像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招商引资一样，只要是来这个城市投资，不管你干什么都非常受欢迎，

市长接见、上报纸，实际上那个时候引来的东西在今天看来很多是很糟糕的，包括有污染的工业、非常粗

放的开发。但现在随着城市经济实力的增长，很多管理者都有了更高的眼光，引进来什么，不引进什么，

都有了自己的原则。到今天，旅游成为拉动城市经济的重要手段，在国际上有先例，包括世界上著名的旅

游城市和在造的一些城市都是这样。

曹晓昕：像“比尔瓦诺”，因为一个建筑师的房子就可以拯救这个城市。

崔愷：对。像拉斯维加斯除了赌博之外，整个城市形态完全都是移植的，到处都是一些具有娱乐性

的建筑，很不真实，但是仍然吸引了很多人，被旅游者们津津乐道。所以城市的管理者觉得这事儿挺好，

又能赚钱、又光鲜漂亮。这个时候他们对旅游文化的认知也是阶段性的产物。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还会出

现问题，实际上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问题，就像中国原来的水浒城、三国城电影基地，改了一大堆，

以为都能长久地生意火爆，结果没有两年就被人废弃了，根本没人去，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这种假文化不值

一提，所以可能慢慢大家又会寻找新的整治城市的手段，这一定是有阶段性的。

比“居者有其屋”更重要的，是让居者有尊严，这是一个城市生命力的体现

曹晓昕：我现在特别关注大众的生活，因为刚才也谈到了一个城市的改造，比如很久以前北京大栅

栏的改造，实际上都会涉及到这些问题，就是把一些原来的生活给改走了。大栅栏因为开发成本的原因，

地租很高，原来的那些小店为了要支撑房租，就把产品价格提高了，提高之后原来的那些客户承受不了这

样的价格而放弃了购买，最后这个小店就倒闭了，所以它又得迁到其他租金相对便宜的地方来继续生存。

很多老店往往都是一些过去卖剪刀和小器皿这些东西的，虽然都是小本买卖，但其实它是支撑市民底层生

活根基的东西，现在我们反而给改走了。对于这个我有些担心，一个有生命的城市应该是一个多层次的城市，

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单质化的城市。它应该让所有人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得有尊严，而不是说只有月收入达

到多少之后的人才有尊严。从这一点来讲，是不是我们在建筑包括城市规划上的理解存在这方面的问题？

崔愷：城市的尊严不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形象，其实市民的幸福感是很重要的。在旧城改造中经常碰到

这个问题，就是原来的四合院的优雅生活，我们建筑学很关注的那种合家团聚、四世同堂的生活早就不

在了，基本上都变成了大杂院。在这种情况下就特别两难，换句话说，你在肯定四合院历史价值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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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怎么改善？不可避免的情况是人口越来越多，在四合院里面私搭乱建的情

况越来越严重，再有，今天的生活跟当年已经很不一样了，四合院无法完全满足现代的生活要求。

前两年我指导我的一个研究生去做一个研究，就是调查很多四合院，看看它们到底跟现代生活是什么

关系。通过研究我们发现实际上在晚清和民国时，生活的变化虽然不像今天那么大，但是慢慢开始有汽车

了，有的人家里有电话了，有的是家里要摆西式沙发了。这时候就发现原来的房子不太好用了，有些人就

会在大宅子里盖洋楼。这个过程实际上挺有意思，它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对待现实生活需求的一种办法。这

个办法是一种渐进性的改造，他的老宅子肯定还得留着，但是比如说我有三进院子，我把前两进保留，最

后一进院子我改成楼房，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比较多见的。

但是我们今天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变化是跳跃式的，完全没有渐进的过程，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四合院

整个房屋产权都变成公家所有，即便是私人的房产，最后也得集中管理，然后公家又没有条件来维修。因

为政府当时没多少钱，所以就采用开发的模式，干脆把这块地拆了盖成楼房，希望把当地居民的生活解决

好，于是慢慢就变成了商业化的置换，因为城市的中心区寸土寸金，要盖就一定要盖高层或高密度的房子。

所以房价越来越贵的时候，老百姓根本就没有办法原地还迁，只能跑到城市的边缘去。一下子就离开自己

原来的故土，可能房子比四合院里头要好一点，但是完全失去了在原来的社会结构里面与周围的联系，肯

定不会有任何幸福感可言，这是比较大的问题。但是一般来讲，社会也很难完全公平，因为我们原来四合

院的演变过程实际上也是不自然的，换句话说，是在公有制的管理体制下逐渐往里迁移了大量原来不应该

在这块院子的居民。

这些老百姓迁走之后，由政府来承担他们的安置，然后让他们可以比较自由地处置房子，可以修，也

可以卖，但是从城市保护角度来讲，这地方不允许盖高层，也不允许开发。我前几天在新加坡也注意了这

个问题，它的城市中心区有一大片传统街区和老房子，都是私人的物产，但却不允许盖高楼。因为虽然是

是私人的物产，但是在统一规划当中只能保持原有风格，可以修，也可以卖，但无论卖给谁，都要保持这

样的风格。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一种模式。

曹晓昕：这样就把原来的房子作为一种城市视觉的遗产保留下来了。再说一个和我母亲有关的例子，

原来我母亲一直住在房山，她有时候进城来，会对现在的北京有点恐惧感，因为在她的印象中北京是一个

状态，然后一到那儿发现不是了，找不着路，看不到她熟悉的那种场所，所以她现在已经变得越来越不愿

意进到这样一个城市里了。我有时候跟她聊天的同时就在想，这个城市应该怎么办。包括我以前刚工作的

时候，我记得后街那块儿有很多类似小杂货铺的地方，还有烧烤羊肉串，现在整治之后变得特别干净整齐，

突然就找不到原来的那种生活。我不知道雨溪你在北京感觉怎么样，你觉得北京最好玩的东西是什么？

刘语熙：因为我来北京也就一年多的时间，所以其实玩的地方还挺少的，虽然我年纪不大，但我还

是对一些老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刚才我们也说到四合院，其实四合院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可以让一家人

其乐融融地待在一起。现在有一些经济条件还不错的人家已经想到一个解决办法，就是你周围可能会有一

些朋友或者是家人，他们在小区买房子的时候喜欢买同一层楼的几间房。这个可能就是一种心目当中的四

合院的还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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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应该呈现一种多元化的状态，不能过于单一和扁平

曹晓昕：刚才还说到城市过于单一和扁平，我们的住宅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包括现在我们给它定的

规范都有日照一小时的间距要求。但这又引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市内的这些房子修得太好了，太贵了，那

么是不是我们可以修改一些规范，就是允许有一些日照稍微少一点，甚至有一些干脆没有标准日照，比如

我们在东西向，它依然也有通风、景观，只不过正常的南向日照可能没有。其实这样的房子如果能便宜下来，

就特别适合于大多数年轻人，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出去打拼工作，晚上只是需要一个小的、独立的、

功能齐全的安乐窝，实际上我觉得这也是人性化的。现在这个城市真的是过于单一化，甚至连住宅风格也

变得有点统一追求贵族化，就好像你只有满足两个小时日照才能够算做住宅，满足不了就算违反了标准。

崔愷：对这件事我一直有自己的一个看法。从历史上观察我们的城市，包括北京，原来的建筑尤其

是居住建筑有某一种朝向的要求，多数不是来自对日照的要求，而是来自对风水的要求，就是要不要正一

点，要不要坐南朝北还是坐东朝西，它实际上跟所处的特定环境有关系。但是解放以后尤其是当时苏联专

家帮助咱们进行的建国初期的一些建设，当时引进了一个苏联社会主义的规划原理，其中就谈到了户户有

日照，日照成为居者有其屋的一个重要的福利。这在当时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这个房子是一个社会福利，

分给你了，你在这住一辈子，虽然你年轻的时候不在乎，但你老的时候一定希望房间里有阳光，我可以坐

在窗前晒晒太阳。

于是这就变成了一个在这些年来逐渐强化的东西，强化到今天，老百姓都知道日照是他的一个权力，

如果要遮挡我就不行。所以这件事儿真是绝对化了，也带来很多问题。第一，城市土地不能被充分利用，

全部都有日照间距，这中间盖房子就不行，一遮挡就不行。再一个，城市的整个空间结构因为日照遮挡而

变得很奇怪，以前我们看老照片也好或者卫星地图也好，你可以看到这个城市仿佛是一个军事基地；而今

天，我也有几次站在高层比如说在中央电视台上看城市，就看不出来这个城市的街道在哪儿，因为建筑和

建筑之间的间距远比建筑和街道之间的间距要大。以前要看大街在哪儿看得很清楚，胡同在哪儿也很清楚，

然后在这之间就是院子。现在就是高高低低、很复杂、很无序的状态，实际上中间都有一个特别特定的原

因，就是日照间距。这对整个城市特色的保持是非常不利的，对城市空间的形成也是很不利的。为什么现

在大家喜欢欧洲的城市？实际上原来北京的城市也是一个一个小街坊，也有很多胡同，空间是非常清楚的，

现在非常不清楚，好像是乱糟糟的一个城市。我觉得这就跟这样一个规划的原则特别有关系。

曹晓昕：现在主要是我们把日照这件事儿当成一个孤立的因素来讲。如果要挑住宅，一个是 50 平

方米两小时满窗日照的房子，另一个是 70 平方米半小时满窗日照的房子，可能对于大多数居住条件比较

紧张的人来讲他们宁愿牺牲一点阳光，去选择一个比较大的居住环境。

所以一个城市应该是多元化的，要让所有阶层的人群在里头都生活得有尊严，不能到最后一些人去住

地下室，作为蚁族混在一个单元里头，这实际上是降低了他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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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房子还有个问题，现在的高房价导致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一个房子通常是几代人奋斗的结果，

包括现在很多来到北京的年轻人，都是依靠父母的力量才把房子置起来的。但同时大家又面临另外一个问

题，就是这个房子只有 50 年或 70 年产权，这就让我们觉得没有安定感，即使倾尽几辈子的积蓄，买完

房子之后可能还是不能向下传，就此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崔愷：是的，为什么我们在国外看私有制体制下发展的建筑不但丰富多彩，而且有很多特别有价值

的历史建筑，就是因为它是一代一代相传、一代一代修缮才留下来的，所以他对自己的住房特别爱护。现

在我们仅仅是利用，我就住那么 70 年，甚至有人觉得可能我就住三、五年就把它卖了，所以他就不太爱惜。

这也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当社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社会体制的时候，怎么能够让大家重视自己的居住

质量和建筑品质，这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从深层次说还是体现出一个人对自己生活环境的尊重。

刘语熙：这会不会让建筑设计师特别没有成就感，因为你花了很多心血去设计房子，但实际当中的

使用人可能对这个房子并不珍惜，就只是住个几年搬走了，会不会有那种感觉？

崔愷：会有，今天下午我的研究生答辩，刚好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我让我的研究生回访了我过去 20

多年设计的若干个建筑，有一些学校、办公楼等功能建筑，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被破坏、被误用的情况，甚

至有一些地方很粗暴地被扩建。有些事我们会首先自责，哎呀，是不是我设计的建筑不太符合他们的要求，

但所有东西都是跟业主充分沟通、讨论过的，按说基本上应该没有问题，尤其是学校，要求功能应该是比

较连贯的，可仍然使用不好。即便是在高等学校这样特别有文化、有知识的地方，大家对建筑的文化感实

际上仍然缺乏认知，可是你到国外的大学去看，几百年的老学校中那些老房子用的非常好，它也在不断翻

新，里面的设备很现代化，但不管怎样一定会精心保持这个建筑的完整性和历史感。

曹晓昕：最后，崔总您实际上是一直致力于本土建筑、本土文化的研究，我特别想知道您对本土文

化具体是怎么看的？

崔愷：实际上说起来也挺简单，我自己所提出的本土设计的一个基本想法，就是希望你设计的东西

是跟本土文化和自然环境有很好的协调关系。换句话说，在设计的时候要想到从当地、当下的这样一个环

境中去汲取什么样的一些信息，不仅仅是历史的，也有现代的；不仅仅是建筑的，也有其他方面的艺术文

化发展，有非常真实的生活。这对设计都有直接的启发，就像我们今天讨论的，中国的居住环境变了，但

是它跟传统到底是什么关系，跟今天的社会结构到底是什么关系，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应该讨论的话题，也

是所谓立足本土做建筑设计的一个基本观念。

曹晓昕：好，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将邀请张永和老师和我们一起来讨论中西建筑文

化的差异问题，包括中西建筑师不同的地位和在社会中起到的作用。相信那是一个非常精彩的话题，希望

大家关注。 AT

日照-蚁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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